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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时期，商号搁浅、倒闭的现象在上海等开埠城市频繁发生，对社会经济秩序的
影响已达至不容忽视的程度。商业经营中借入资金占比高，商业投机盛行，以及时局影响下的经济波动
等都是重要影响因素。如何有效地处理商人债务，对维护有序的市场环境意义重大。晚清政府有意加
强在商人破产方面的制度供给，但是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商人间的债务清理，在较长时间内形成了以习
惯法为主要依据，以商会为重要依托，以股东财产为核心对象的清理机制。破产无罪、破产免责、宽容不
幸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偿债观念在债务清理中均有所体现。债务人诚实守信、债权人公平受偿、清理过程
权责明确等精神理念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商业破产机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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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开埠以后，伴随中国商品经济的快速
发展，商业领域的债务问题逐渐增多。商业借
贷中的“经营性”，使其区别于传统私人借贷中
对“亲属之情不容已，朋友之义不容辞”的认
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父债子偿”等传统
债务观念在近代商业活动中逐渐发生转变。商
人对其债务承担责任，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
问题，而成为市场框架下的经济行为。当商人
营业搁浅或倒闭时，强制性的债务清偿不再是
债务清理程序的唯一追求。通过展期免息、折
扣摊偿等方式进行债务和解，能够避免或减少
因债务危机导致商号破产进而引发的大规模牵
连倒闭。持续稳定的商业环境一定程度上被商
人视为对经济损失的补偿。在债务清理方式
上，也逐渐由官府羁押控追，向依托商会经手清
理转变。债务和解有效降低了商业往来的交易
成本，维护了商业发展的整体利益。对于近代

中国商业破产问题，学界从破产的概念和立法
的角度已多有阐释，①而对于中国传统商业破
产习惯中债务清理机制的近代转型，仍有进一
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一、倒帐:中国近代商业中的破产清理

“破产”一词在 19 世纪末被翻译并引入到
中国，其既有经济上的含义，同时又是一个法律
概念。经济层面上的破产是指债务人因无力支
付到期债务，而不得不倾其所有，以清偿债务的
一种经济状态，在中国传统商业中称为“倒
帐”。清末以前商业活动中的破产清理主要是
指以债务人为中心的强制偿债制度，其程序较
为简单，据载: “吾国旧时商店，因亏欠倒闭，而
停止营业者，类以一纸告白记载‘清理帐目暂
停交易’字样，揭示于店门，以为停业之表示。
清理结果，或则就此闭歇，或则出盘加本，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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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社会视为固然，官厅不加干涉”。②债务清
理的核心要素是商号与股东的资产，清理程序
主要由该号自主完成，部分较为复杂的债务关
系则需要邀约中人调处。在商务尚未发达的时
代，通过收回债权或变卖资产以实现清偿债务
尚属便捷可行，对市场整体的影响并不明显。
清末以后，商品经济渐趋发达，交易规模扩大，
其范围亦超出“熟人社会”的限定，传统信用体
系对往来交易约束作用的有效性逐渐减低。据
史洪智统计，自光绪末年上海、汉口、武昌、镇
江、天津、北京、香港、广州等主要商埠的倒账案
件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③如何有效清理债务，
逐渐成为商业领域令人瞩目的焦点问题，同时
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 一) 商业债务风险升高的原因
首先，商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依赖程度较

高，高负债率使商号在应对市场波动时更容易
出现搁浅或倒闭。这一特征在上海等通商大埠
表现尤为突出。上海商业往来很大程度上依赖
钱庄的资金支持，如遇市面紧张，钱庄收账不
放，则容易造成商业资金周转难以为继，进而引
发商号倒闭。1918 年捷兴糖行停业，系因开年
钱庄交往较少以致资金周转不灵倒闭，“亏欠
庄款三万余两，查其店底货物不及一二成之
谱”。④除此之外，众商所依赖的钱庄、银号本身
也存在着资本过低而营业额过高的问题。在较
为发达的信用体系之下，也隐藏着较高的信用
风险。如 1924 年天津“金融公债行市大涨”，
“前数日所卖出者，现已无法交货，结果数日之
间，( 银号) 已倒闭十三家”。时人分析原因，资
本薄弱是重要因素，“其中如东门外某银号，成
本只两千余元，竟作至六十余万元交易”。与
普通商业不同的是，钱庄、银号与同业之间的关
系更为紧密。因传统钱庄、银号的资本较为薄
弱，故而在资金运用方面主要依赖市面同业拆
借。钱庄、银号一旦经营失败，则更容易造成同
业牵连倒闭，使债务风险突破一家一户的范围。
天津十三家银钱号倒闭后“钱业大形恐慌，闻
至旧历年终不能支持者，尚有多家也”。⑤

其次，近代商业投机盛行，买空卖空具有利
润高、风险大的特征。1924 年汉口棉花帮“专

做各洋行抛盘生意”，“日前该帮陈聚泰字号与
外商订做抛盘一万五千余包，大亏其本，汉口各
钱庄均受其影响。日前倒闭，各钱庄讲帐多日。
始于前日假普海春番菜馆，柬请钱帮讲帐，每千
银只还六百七十五两，所到钱店共数十人
云”。⑥陈聚泰借用钱庄庄款专做投机，倒闭后
将债款作扣清理，各钱庄为避免牵连只得无奈
接受。更有甚者，部分商号通过金融杠杆专做
投机经营，风险尤为突出。如 1931 年上海致和
钱庄倒闭，系受经理人之子沈承福投机失败的
牵连。沈承福先以致和钱庄所“出期票银七十
万两，买进印度棉纱五万包”，然后“以之( 前项
棉纱) 向银行做押款，再以押款买进印度棉纱
甚多。不料市价大跌，损失一百五十万两”。⑦

致和钱庄盲目扩大信用，希图博得厚利，最终因
投机失败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与此类似，
1929 年天津永通银号倒闭，该号“专营买卖老
头票、证券及生金银等投机”。倒闭的直接原
因是“抛空老头票十一万元，本按七钱一分左
右作价，至期老头票忽涨至八钱一分八厘左右，
亏累至一万余两”，被外间探悉亏折情况后，该
号遭受挤提。“该号经理睹此情况，乃携带现
银一万余两，于前晚潜逃。”⑧投机经营风险之
大，使其与恶意倒骗之间仅一线之隔，牵动金融
稳定，影响难以估量。

再次，社会经济环境不稳，对商业发展产生
了消极影响。近代开埠以后，商业活动迎来难
得的发展机遇，但是频繁的政局更迭、军事冲
突、社会风潮，或直接或间接都给商业发展带来
挑战。外在环境的变化，商业领域的反应最为
灵敏。辛亥之役，“鄂省猝遭兵祸而汉埠实当
其冲，商民损失为数不赀”。商人债务清理成
为突出问题，“债权债务双方因此 争执者，
案达数千百起，所报债数额约有数千百万之
多”。商人债务案件的集中爆发导致原有处置
机制濒于瘫痪，“本省无力通融，政府又未曾偿
恤，陈诸商会，既苦调处之无方，诉诸法庭，复虑
执行之不便”，⑨无奈之下各商帮及钱业公会建
议筹设理债处。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中国的
经济形势更加不容乐观，“白银流出，银根紧
急，工商凋敝，农村破产”成为各地的共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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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影响传统商品进出
口贸易尤为明显，商号破产倒闭屡见不鲜。
1934 年，时人在论及金融前途时颇为忧虑，“近
年钱庄不论内地与都市，倒闭与停业者为数至
多”。⑩时局不靖进而影响经济，成为商业凋敝、
商号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二八战事以
后，沪市地方损失奇重。百业凋敝，经济破产，
社会间不景气现象，触目皆是。政府当局虽有
复兴市面之整个计划，但各业之不振，依然如
故。本埠华通银行与南市乾源钱庄平日信誉卓
著，乃近因营业清淡，受经济不景气影响，竟突
于十月一日同时倒闭，宣告清理”。瑏瑡经济环境
不稳定，进一步增大了商号倒闭破产的风险。

( 二) 晚清政府与商人债务清理制度供给
的不足

在 1906 年《大清破产律》颁布以前，清政
府并没有处理商人破产的专门法律法规。商号
倒闭案件的处理主要参照《诈伪》《钱债》《户
婚》《田宅》等律例。债务清理案件涉讼之后，
官府多采取民、刑不分的处理方式。据民国史
料记载: “在昔前清时代，民刑法律不分。遇有
倒闭停业事故发生，官厅得随时拘禁经理人员，
笞责追逼，非俟清理完竣不予释放。故经商者
事前咸有畏法之心，事后知无幸免之责。苟非
万不得已，不敢出于倒闭之一途。而一经倒闭，
亦不难迎刃而解决，决无拖累之后患”。瑏瑢以刑
迫债的处理方式在传统商业倒闭案的处理过程
中曾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并不适合
近代商业的发展。

到 19 世纪末，商人间的债务清理愈发复
杂。尤其是上海等地出现虚设公司倒骗钱庄巨
款的案件，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冲击愈发明显。
这与晚清政府的“保商”政策严重不符。如何
妥善处理商人的债务问题成为社会焦点。1899
年，上海商务局绅董呈称: “近来市面日紧，倒
闭之局愈出愈奇，以有挟为护符，以延讼为得
计，甚至朝集股本，暮即卷逃。昨方下货，今已
移匿。栈单房契，轻弃远遁。倒盘贬价，弊端百
出，贻害无穷”。对于以上故意倒骗案件，上海
绅商明确提出从严“奏明照骗人财物律例办
理”。瑏瑣两江督臣刘坤一上奏清政府《奸商倒骗

存款拟照京城钱铺定例办理折》，折内“申明治
罪专条，自枷、杖、军、流以至永远监禁。盖谓近
来商情变幻，倒骗之局，愈出愈奇，必如此严惩，
庶奸商知所畏服”。瑏瑤随后，刑部会同户部具奏，
赞成刘坤一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 “此等倒骗
之案，各省近日亦复不少，似应照办，以昭划
一”。瑏瑥此种以刑迫债的方式，虽在清理倒商债
务时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商业发展则存
在较为显著的弊端。商业贵在流通，刑民不分
的处置方式，会直接拉高借贷关系发生的交易
成本。资金缺乏者不敢轻言借款，同时放款者
却苦于资金无处宣泄。长此以往，抑制商业信
用与金融流通，对于商业的整体发展是非常不
利的。以刑迫债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与两江
总督和刑部的认识不同，商部从发展商业的长
久利益考虑，提出要详细区分“倒骗”与“倒闭”
之不同。商部提出“诈伪倒骗者之出于有心，
与亏蚀倒闭者之出于无奈，虽皆谓之破产，而情
形究有不同。诈伪倒骗洵属可恨，亏蚀倒闭不
无可原。若仅以惩罚示儆之条预防流弊，而无
维持调护之意，体察下情，似于保商之道，犹未
尽也”，在对商人破产清理的认识上取得了突
破性的进展。在“调查东西各国破产律及各埠
商会条陈商人习惯”的基础上，商部拟定了《大
清破产律》九节六十九条，内容涵盖了“由举董
清理以迄还债销案”各个环节，“尤注重于倒骗
情弊，为之分别详议监禁、罚金等项罪名”。
《大清破产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成文的破产
法。其颁布意义巨大，使商人破产偿债有所依
据，商部明确指出“嗣后遇有倒闭案件，即无须
援引刑部前奏比照京城钱铺之例办理，以免两
歧而昭公允”。瑏瑦但遗憾的是，由于该律在所涉
官款是否与商款一律按成均摊的问题上与朝廷
发生严重分歧，导致该律在 1908 年被清政府命
令废止。虽然如此，《大清破产律》还是对商业
破产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修订《大清破产律》的同时，商部也注意
到了以“报官追偿”“以刑迫债”的方式处理债
务，司法成本较高。问题主要在于商人破产常
被视为“钱债细故”，往往迁延时日不能结案;
另一方面，在处理案件时地方官员需索之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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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已久。晚清时期，司法制度的缺陷对商业发
展的局限愈发明显。商部成立之后将“厘清商
人词讼”作为要政。1905 年商部上奏《整顿商
务请旨通饬各省清理词讼严禁需索折》，对厘
清商人词讼与商业发展关系的分析切中要害:
“窃商业以信义为体，以母财为用，现今市面日
紧，各省人心风俗日益浇漓，奸商倒欠之案愈出
愈奇，地方官辄视为钱债细故，不为清理，信义
不孚，银根愈紧，商业所由不振也”。早在 1902
年，对于商部提出的保商之政，清政府曾批示
“著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各官及局
卡委员，一律认真恤商，持平办理，力除留难延
搁各项积弊，以顺商情而维财政。倘有不肖官
吏，仍前需索留难，著随时严查参办，勿稍徇
隐”，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江西、山东、江宁等
地一些要案虽经商部督饬地方官查核，“文电
交催，仍复任意迟延，案悬未结”。涉及商人债
务纠纷的司法审判效率仍不容乐观。此外，对
于沉疴已久的“需索之弊”，商部亦有洞见。据
商部奏折内载: “臣等于接见外埠商人时，屡经
询及，无不疾首蹙额于地方胥役劣绅之需索刁
难种种苛扰。上年，太仆寺卿张振勋到京时，臣
等又详询外洋侨氓情形，该京卿亦谓保商之政，
不在空言，若官吏需索之弊一日不除，则商务断
难起色等语”。商部希望清政府“明降谕旨，通
饬各直省将军督抚严饬地方官，嗣后遇有商人
词讼，秉公迅为理直，毋许延搁拖累”。瑏瑧虽然晚
清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直到民国时
期该问题仍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到 1935 年
长沙商会在谈到商号债务清理时，仍苦于制度
之不健全，“近来人心险恶，视法令如儿戏，每
一商号倒闭，诉之法律则迁年累月，悬无解决之
期。至请求通缉一层，又以公文往复需时，亦不
能为有限之紧急处分。没有通缉令出，而人已
先逃亡者，加之官场中一紧二松之习惯，不能复
使人民稍存畏怯。且经理人挟其卷劫之巨资，
多藉托身权势，以资搪塞一切，则法院虽目睹其
逍遥法外，亦苦无权缉捕。有此种种关系，人民
对于法院不能更有深切之信仰，而当地一般绅
商辄因利害关系，转得利用上述弱点强为和解，
债权人鉴于诉讼之拖累及环境之包围，舍忍痛

以最低折扣结束之外，几无他策可资救济”。瑏瑨

一旦出现商人恶意倒骗，除了对其名誉大加挞
伐，并没有太多具有实际意义上的防弊、惩处措
施。1926 年上海商号黄增和倒闭后，倒骗庄款
数额巨大。钱业公会为此专门登报声明“特备
记录一事，用备众览，以彰其过，一经记载，遗臭
无穷。藉使道德堕落之辈，知所警惕，苦口婆
心，用以劝世，亦不得已之苦心焉”。商人评论
商情，经常对经营前途表示担忧: “当今之世，
世风不古，欺诈百出，道德视如鸿毛，信义付诸
流水。法律不足为篱范。瞻念前途，不寒而
栗”。瑏瑩

( 三) 商人债务清理与非正式制度体系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商业债务清偿及破产清

算，很大程度上是依据民间自发形成的非正式
制度体系进行的。虽然早在 19 世纪末，破产的
概念和法律文本就被介绍到中国，但是西方的
破产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很难精准契
合。由于缺乏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体系和成
熟的司法体系，中国商业习惯中有意识地淡化
“破产”的概念，而以“清理”代之。1934 年国
民政府颁布《商人债务清理条例》时亦对此做
出了考量，“按该法不曰‘破产’条例，而曰‘清
理’者，盖以商工业一至破产地位，等于宣告死
刑，不复有重振之日; 清理则可视清理之结果，
以为进退。在清理期内可与债权人作种种商
洽，以免一举而陷于绝境。在债权人之宣告清
理，当亦出于不得已。而债权人之对于债务人
用破产方法处理其财产，亦属最不合算之事。
苟双方能避免此着，当为极端欢迎者”。这样
的决策体现了对商业习惯的遵从，另一方面也
是出于“斟酌我国社会情形，为维护实业起
见”瑐瑠的现实需要。因此，中国商业习惯中的债
务清理素来兼具清理与破产的双重特征，时人
记载: “此种清理办法，以其清偿债务收取债权
之点言之，固有似于清算，以其财产不足按数摊
分之点言之，实又类于破产。故现在所盛行之
清理，盖包含清算破产之二种手续而行之”。瑐瑡

虽然传统债务清理机制缺乏法律根据，又容易
成为不肖商人倒骗的借口，但是时人也不得不
承认其“措置自由”，在手续上较为便利。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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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清理机制是在市场导向下自发形成的，现
代破产更看重程序合法，而传统债务清理则隐
含着近代中国商人对“市场稳定”的追求。

二、搁浅、倒闭与债务和解

近代商情复杂，时局不靖、市场波动、投机
失败、经营亏蚀等都会导致商号停业。无论是
暂时“搁浅”还是倒闭“破产”，都会涉及到债务
的清理问题。商号搁浅主要是资金周转暂时中
断，其债务和债权可以基本相抵。一般此类商
号在业务经营上状态尚可，债务负担不重。通
过稍事清理，可以达到偿还债务的目的，从而在
根本上维持信用而免于破产。但是，当商号清
理中遭遇欠外与外欠差距悬殊，或债权一时难
以收回时，债务和解则成为解决商人债务危机
的重要方式。其中，又以展期免息和折扣摊偿
的形式最为常见。

( 一) 债务展期
债务展期大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

当商号的债务不能清偿时，经债权人同意将债
务直接分为若干年分期偿还。特别是当债务数
额巨大时，对其进行分期偿还的情况较多。
1900 年庚子事变之后，天津市面金融遭受严重
破坏。天津八家华商欠华比银行银 53000 两，
该各商家因兵变被抢无力还债，纷纷声请分期
偿还。1914 年聚通恒银号将大致情形报告商
会: “此项华比债款非酌分年限，实在无法清
偿。忆上年大清银行诉追欠款，当经援照贵会
拟订灾商办法，呈蒙审判厅业经判定免利分年
清偿有案。此次事同一律，相应吁恳贵会迅赐
审定，准将原本匀分十五年并豁免利息，以便依
期筹还”。瑐瑢

另一种情况是在商号清理之后复业，用营
业收入将未能偿还的债务进行分期偿还。其优
势在于，一方面债权人得以减少损失;另一方面
债务人避免破产后生活无着，失去维持生计的
途径。在债务清理之后能够实现复业的，一般
来讲都是实力较为雄厚或经营状况较好的商
号。但凡能免于破产，对于复业还债的方式，商
人多乐于接受。如 1910 年天津商民李树珊以
房产“在裕源银号押借公砝化宝银二千两正”，

后经天津商会议定“交现款银六百两，其余连
同息银分期交款”，瑐瑣李树珊将本金和利息一并
分期偿还。

在具体还款方式上，主要以订立期条的形
式分期偿还。1914 年，裕源银号呈报天津商
会，请求将其欠禹长官盐局之款“公砝化宝银
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两，拟请分十五年归还，自民
国四年九月份起，每年归还公砝化宝银一千二
百十八两，由商号开具存银条十五纸，呈请长芦
官运局清理处备案，每年还银时撤回存条一纸，
以清案款”。瑐瑤对债务进行分期的优势明显，债
务人借此获得喘息之机，债权人因债务人免于
破产而减少直接经济损失。

( 二) 救济与救急:对殷实商号的通融偿债
办法

当商号确系因资金暂时不能周转而遭遇停
业，债权人权衡利弊之后，通融办理或重新给予
贷款纾困的亦不乏其例。受庚子事变影响，
1906 年天津聚通恒钱铺资金周转困难，欠裕源
永、大盛川等票庄的旧款难以偿还。为此，裕源
永、大盛川“议定通融摊还章程”，对聚通恒钱
铺进行接济。聚通恒钱铺虽经搁浅，但是其信
用得到裕源永等债权人的认可。债权人裕源永
等在给天津商会的呈文中报称: “窃商等津号
光绪初年与针市街聚通恒钱铺交易往来，时常
借与银款，或长期或短期，向无错误”。聚通恒
钱铺搁浅确系受时局影响，“于庚子乱后，该号
被累，周转不灵”，导致“所有欠商等各号银款，
虽略有归楚，而所欠尚巨”。裕源永等对聚通
恒钱铺被灾情况和经营状况进行了切实的调查
与评估，“商等复查该号遭乱，亏耗亦系实情，
铺东虽有引岸十余处，复因乱后无力办运，常向
洋行、银号告贷巨款，息重期迫，时形竭蹶，以致
欠商等旧款一时无力清还。”聚通恒钱铺受时
局影响，债务难以清理，债权人的利益亦难以保
障。裕源永等权衡利弊之后，“与该号商酌议
定新章，自本年起按照旧欠银数，每年由商等接
济三成，如欠银一万两者，再借与新款三千两，
月利八厘，年清年款，俾免告贷洋债，复出重息，
腾出余利每年于年终时摊还商等各号旧债一
成，十年还清”。同时提出接济款项要专款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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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笔接济新款专归该铺东办理引岸运务
用项，照此通融办法，庶新款不至拖欠，旧款亦
逐渐清偿，彼此议定，决无反悔，各拟禀请立
案”。按照通融摊还章程，“裕源永旧存公砝平
化宝银八千两，裕源永新借公砝平化宝银二千
四百两;大盛川旧存申公砝化宝银一万二千两，
大盛川新借申公砝化宝银三千六百两”。瑐瑥按照
此项接济办法，债务人的债务危机得以缓解，对
于债权人而言则避免了因债权人破产而带来的
经济损失和市场风险。与此类似，1928 年上海
衡吉钱庄“因受程氏( 独资股东) 特殊影响，同
业中啧有烦言”，“该经理曾要求钱业公会维
持，即经该公会于十二日晚召集特别会议，议决
令由衡吉庄宣告清理”。另一方面上海钱业公
会设法维持，“令会员同业各庄，每家派垫二
万，南庄一万，如是共凑集一百五十余万，一面
将该衡吉庄全庄帐略派员清查，并令承裕庄代
该庄收解存欠款项”，目的是“务使( 钱业) 信用
坚固，不令外界受丝毫亏耗”。瑐瑦在上海钱业公
会的主持之下，衡吉钱庄的债务清理妥善解决，
避免了对市面造成不利影响。

债权人除了直接接济款项外，还有为债务
人提供担保，通过向银行告借巨款以缓解债务
危机的情况。1929 年 8 月，天津泰昌银号因营
业周转不灵而搁浅，欠同业川换账款 20 万元。
按照天津习惯，川换账不同于息债，涉及有川换
关系同业的整体安危，如不能及时清偿可能会
造成同业牵连倒闭。为此，该号拟以价值 24 万
余元的股票、房契请天津商会代为设法押借 20
万元，用于清理前项同业川换账。瑐瑧在钱商公会
及商会的协调下，拟定归还办法: “泰昌号同业
川换账以二十万为限……兹由该号以股票、房
契等共约值价二十四万余元向中交两行押借二
十万元料理前项川换账……所有各川换账之债
权者应按其债额分立担保偿还保单，交由两行
存持。借款以三个月为期，到期如不归还，先由
两行将押品自由处分，以一个月为处分期间，到
期如不能售清，或售价不足，统由各债权者按额
以现款摊还”。各债权同业成为泰昌银号与中
交两行之间新债务关系的担保人。除此之外，
为加强信用，中交两行提出“以上办法应由钱

商公会具函向两行请求并声明负责，一面向商
会报告备案”。瑐瑨在手续上，原涉及清理川换账
款的各债权人同业具结担保，瑐瑩如泰昌银号不
能按照约定偿还中国、交通两行的押款，由原各
债权银号按成负责摊还。这种处理债务办法，
对于泰昌银号而言，其利益自不待言，对于原各
债权银号而言，既避免了受泰昌银号牵累，又避
免了因泰昌倒账带来的债务风险。传统商业习
惯中的债务清理，和单纯的破产追偿不同，灵活
机动的制度设计，对维持市面稳定给予了充分
考量。

( 三) 无限责任下的变产履责与折扣摊偿
按照中国传统商业习惯，股东对商号债务

承担无限偿还责任。当商号因“搁浅”“倒闭”
而停业时，首先应由股东垫款或变卖房产等以
清理债务。如果股东资不抵债且经营难以为
继，则需要破产清偿债务。倒商破产偿债最核
心的要素是商号和股东的全部资产。破产清理
时，倒商的铺底、存货、家具等应一并和盘托出，
通过变卖或作价按照一定折扣摊偿给众债权以
清理其债务。按成减扣摊偿，对债权人来讲是
直接的经济损失;对债务人则意味着信用败坏，
其后不能在商界立足，复业更成奢望。所以，非
到万不得已，商人均不愿采取破产的方式偿还
债务。但是，晚清民国以后，由于商情复杂，倒
商破产以减扣摊偿的方式清理债务在各埠均属
常见。1905 年天津永顺长银号歇业，欠官商各
款数额巨大。在档案记载的 17 例债权中，其中
有三项私人存款经商会公议，议定按成折扣偿
还。铭利生存银 1400 两，经天津商务总会议定
按五扣归还，“以铺东周永年自置河北东窑洼
草房一所计六间，又草房一所计七间，作价一千
一百两，由铭利生找回四百两，折足五扣，余作
情让，由铺东周永年写立杜绝字抵还完结”; 谢
云舫“存银九百十两，前款经贵会议还银三百
七十两作为清结”; 慎记“存银一千两，前款经
贵会议定按三扣八归，即以讨回吴均甫长支银
七十两、郑瑞生长支银一百五十两，变卖永顺长
家具得银一百五十四两，商垫银四十一两拨还
完结”。瑑瑠值得注意的是，此三项债权作扣比例
并不一致。欠铭利生之款五折偿还，欠谢云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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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款约四折偿还，欠慎记之款经商会议定三八
扣归还。这和较为常见的“均等受偿原则”并
不一致，而可能和晚清时期商人破产偿债制度
尚未完全稳定有关。在民国以后的案例中，各
债权多按照同一比例受偿。1920 年天津春和
泰等商号倒账，经天津商会评议变产还债，“将
变卖房产一所及两号家具得价银洋二万三千三
百四十四元一角五分分摊各债”，欠吉林官银
号“银四千零二十一两七钱三分，每两按一零
七六一扣分配，该洋三百三十二元七角八
分”。瑑瑡1922 年恒益兴欠道胜银行等二十余家债
权的款项，经天津商会评议，“决定将( 恒益兴)
货物按一三四七扣摊分”，折扣比例一致。瑑瑢

1914 年天津义丰当及义丰和两号宣告破产，经
商会评议变产还债，其中“寿山堂票项银一千
两，按折扣银洋二百零八元一毛，又义丰和之债
户德和永札存银一百五十二两九钱二分，恩寿
堂札存银十五两八钱八分，宝和昌札存银一百
零四两一钱一分三宗，按折扣银洋五十六元九
毛”，瑑瑣债务折扣率均为 20． 81%。商人一旦破
产还债，债权人的利益几乎没有保障。折扣的
比例高低，全赖债务人资产的多少，有时候债权
人的损失很大。1911 年盐商李笏廷亏欠天津
裕源银号 3 万余两，经天津商会评议，“按成折
扣，以北门内大仪门口李笏廷住房连同家具一
并作抵，约共值银两万余两”，瑑瑤其不足部分 1
万余两由裕源银号相让，即裕源银号仅收回债
权的 2 /3 上下。

三、认可与认同:减扣归偿与
债务风险的利弊权衡

当商号宣告破产清偿债务时，债权人和债
务人都将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对于债权人而
言，其债权很难得到全额清偿。但是详细考察
近代商人债务清理案例，不难发现，债权人在无
可奈何之下，对于债务折扣按成分摊的和解方
式是基本认可的。1920 年 11 月，天津德庆恒
银号倒闭清理，中兴药房作为债权人致函天津
总商会要求尽快清理债务。德庆恒银号倒闭之
后，作为债权人的中兴药房面临着较大的债务
风险。首先是债务能否得到全额偿还的风险。

据中兴药房呈称: “贵总会两月以来开议两次，
仅将外欠账目约略报告，而此项外欠经逐户对
账之后并无确定偿还期限，又无切实担保，将来
能收几何毫无把握”。其次在时间上，清理债
务程序历时过久也会造成资金成本上升。中兴
药房表示“现在各项存款逾期已久，若静待催
收外欠始行摊还，商等心余力薄，无法维持”。
中兴药房并不认可一味以收进外欠抵偿欠外的
清理方式，“伏思该号东郑禹裳家道殷实，信用
素著，决不能仅恃此项外欠抵偿存户，即可置身
事外”。作为债权人，中兴药房进一步主动提
出破产清理的要求，“应请贵总会传令该号东
到会，呈报家产净绝，按照破产手续办理，始足
以昭核实而服人心，……为此再请贵总会责令
该号东提出财产总单，克日开议，是否先行变卖
号东财产以抵存户，抑系先将所收外欠分别摊
还，均于开议时公同决定，以利进行而资结
束”。瑑瑥相比于待债务人收进外欠以偿还欠外的
方式，破产清理或分期摊偿，清理债务的效率
更高。

除被动地认可债务和解之外，在清理债务
过程中，债权人非常重视“均等受偿”的原则。
1908 年天津文益成搁浅，经商会评议清理，“共
欠津申各处钱庄一十四万余两”，分十五年偿
还，而票存一项归文益成自行清理。1911 年受
时局影响，社会上“风传文益成于光绪三十四
年评议妥后，有房契一纸作抵估银二万两，归公
善堂收存。商等亦不知公善堂为何如人，然既
有此风传，自有不能已于言者。夫同一欠款同
一债户，焉有彼疆此界之分? 譬如该号欠甲款
若干，而甲私心自用，有确实把握，欠乙款若干，
而乙懦弱无能，无真正抵据，及至事已决裂而甲
款独享其全利，乙款虽吸余沥亦不可能得，有是
理乎? 并闻文益成有停息归本，分作十五年筹
还之说，如此办法，倘津申各钱庄公同允诺，商
等为维持该号商业起见亦不能节外生枝，作已
甚之事。若实在不可收拾，循破产律条，其契据
无论存在何人之手，总以大家均分为是，吃亏多
少在所不计也”。瑑瑦路琴舫、积善堂等十六家票
存联衔呈请天津商会，要求前项价值 2 万两之
房契，如实行破产还债，众票存债权应取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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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摊给部分。
债权人虽然认可商号对债务以折扣摊偿的

方式进行和解，但是前提是债务人已经竭尽全
力，对于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行为则坚决捍卫
债权。1923 年，义善源、永利、永昌、恰源、敦庆
长等银号与纯嘏堂、天吉堂等债权人联名呈请
天津商会，要求景德和股东谢景春将隐匿产业
变卖，用以清偿各债权人的债务。商号景德和
倒欠前述各银号等债款，经天津商会查明，将
“铺东谢姓家产铺产业经清理合盘托出，折抵
各账，下欠之款复经谢景春具帖声明，俟陈逸卿
日后归还欠款，即行摊还，并具甘结，家产绝无
丝毫隐匿，如经查出，情甘分抵各债”。在景德
和清理完毕之后，股东谢景春因家务事涉讼，
“谢景和在天津地方审判厅呈诉谢景春”，要求
将“谢姓尚有多种产业请求分析”。义善源银
号等获悉此事之后，呈请天津商会要求谢景春
对前项债务负责，“查当时清理景德和债务，业
经该铺东声明并无产业，故商等未事追求，今既
由谢姓内部发生诉讼，证明尚有各项产业，该铺
东自应遵守当日成案办理，将产业归诸债权清
偿旧债，不能听其私自分析”。

当然，在清理倒闭商号债务的过程中，在充
分考虑债权人权益的情况下，对债务人的利益
也给予了较为充分的人文关怀，这和现代商业
中的人本精神不谋而合。一般而言，在进行债
权分派之前，多给债务人“酌留财产，以资养
赡”，由债务人在全部财产中提出十之一二，其
余财产和盘托出，由债权人公议分摊。前述景
德和倒闭一案，虽经天津商会清理，将股东谢景
春家产、铺产变卖抵还各债权，但是经债权人公
议，将股东谢景春现住之房“由当日债权团共
同赠与谢景春个人名下所有”。瑑瑧除此之外，商
人的良好声誉，也会对债务清理产生积极影响。
1924 年，汉口兆元钱庄倒闭，“经理人刘香甫为
人慈善，每届冬赈定有捐款。刻因银根异常吃
紧，亏空各处欠款计宝银五万数千两，以致倒闭
于比期之日。现各处往来债权者，以刘氏处世
忠厚，从缓讨账云”。瑑瑨当商号破产清理时，债
权、债务间的利益冲突并非绝对。

对清理之后得以复业的倒商，债权人要求

其对前期债务负责，不能因为改变牌号或更换
股东、经理人而免除债务。1913 年天津庆长顺
斗店倒闭，欠刘仲誉、瑞德堂、杨俊臣、松寿堂、
会文堂、张王氏等债款共 15000 余两，经天津商
会评议追偿。议定庆长顺斗店归刘长农接办，
改组为“庆长顺同记”，经天津商会议决，“由庆
长顺同记每年得利项下提出四成交由贵会分还
曹永源众债，至偿清之日为止”。瑑瑩1923 年，天津
华茂银号经理霍子仙呈请天津商会向华通银号
追偿欠银 6700． 6 两。华通银号托中人杨趾祥
向华茂银号说合，用 2500 元的股票作抵押，声
称以后备齐现款即将此项股票收回。时隔多日
之后并未交款赎票。适逢华通银号改组更名为
宝生银号，对于前项债务，华茂银号经理霍子仙
呈请天津商会“准予追传评议，俾该号经理人
作速备款将股票收回，以体商艰而保血本”。瑒瑠

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商事习惯中，债务关系更倾
向对人而非企业。即使前期债务已经按折扣清
理完毕，倒闭商号如希望复业，继续承担债务是
必要条件。1925 年山东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倒
闭后，又准备复业，并宣布对其债务继续承担责
任。山东工商银行天津分行自 1925 年冬停止
营业清理账目，前后历经一年有余，对所欠各债
权人之款，按照折扣进行清理。清理后决定复
业，对前项未尽债务准备停息分年偿还。据山
东工商银行董事会呈请，“虽已将欠人各款分
别发给二三成数不等，但终未能完全解决，深觉
抱愧，兹经各董事议决，筹集资本另行复业，拟
将各种存款停息分期偿还，预计十五年以内即
可清理完结”。瑒瑡

在倒商债务清理过程中，债权、债务双方均
认可商会及同业公会的权威性。商会是中国近
代较早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团体。晚清
民国时期，商会在社会生活中颇具影响力，甚至
影响政府决策。1906 年清政府在颁布《破产
律》时就赋予商会在处理商人债务清理事务中
的权威。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商部强调处理
商人破产清理，“仍责成地方官握行法之关键，
而以商会辅助之，结案后由地方官详咨臣部查
核”。瑒瑢《破产律》第一条就规定: “商人因贸易
亏折或遇意外之事，不得已自愿破产者，应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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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及商会呈报”。瑒瑣虽然在文本中强调了地方
官的作用，但是在商人破产事务中商会的地位
无可替代。诸如簿记核查、财产代管、遴选董事
( 负清理之责) 、债权登记、债务收缴、评估作
扣、证明备案、往来呈报等具体事务，均由商会
承担主要责任。对于商会公同议定的摊偿结
果，债权人较少发生争执，债权人在给商会的呈
文中多表示认可。1903 年李仲翔欠天津宝丰
源银号白银 1800 两，到 1908 年，经天津商务总
会评议偿还 1600 两。对此结果，宝丰源银号郭
宝光表示“商关于贵会情面，不得不应允，商业
已亏本数百金，谅在洞鉴”。瑒瑤在债务清理程序
的各个环节，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权威性。
天津商号裕昌德倒闭后，在商务总会的主持下
破产还债，债务清理之后，债权人探悉债务人裕
昌德有隐匿财产的行为。1930 年，债权人庆隆
银号、世德堂、永源银号等联名呈请天津商务总
会，“今查裕昌德号东胡孟舆有住房两所，坐落
西头永明寺西高家大门内，并裕昌德西号家具
铺底，裕昌德北号货物家具铺底等项。今恳贵
会派员查封以备抵还而维商等血本”。瑒瑥除此之
外，商会在处理商人同政府等强势部门之间的
关系时，对商人给予支持，为商人的信用背书，
从而便利债务清理程序的推进。宣统年间，天
津德善成钱铺倒闭，欠直隶省银行官款为数颇
巨，一时难以清理。在天津商会的斡旋下，议定
“减扣归偿”，暂时不能清偿部分经中说合分年
偿还，以房产契约七份做押。对此种处理方案，
直隶省银行提出要由商会作保。为此，1911
年，德善成钱铺孙堃呈请天津商会“仍恳宪会
移请直隶银行，方足以昭信守”。瑒瑦商会在处理
商人债务清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权威性既来
自于政府，同时也来自于自身“通官商之邮”的
重要地位。在商会的组织之下，商人债务清理
不但程序便捷，而且处理结果更为政府和社会
所认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因债务清理所带
来的交易成本。

四、结语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中国近代社会
转型的深入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建

构较为成熟的商业破产制度成为中国商业发展
的内在需求。合理而有效的退出机制是市场配
置资源的重要途径，是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不可
或缺的要素之一。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商业领
域的债务问题主要依赖民间自发形成的清理制
度，既体现了政府的干预，同时商业习惯和商人
自治也发挥重要作用。在认识上，商人破产开
始和个人破产出现概念上的区分。商人破产程
序中道德因素的影响逐渐降低，更多地被视为
一种经济行为，这无疑是更加合理的。强制性
的清偿债务不再是破产清理的唯一追求，债权
人和债务人对破产都保持着较为理性的认知。
与直接的经济损失相较，商人更看重市场稳健
的社会效益。在处理方式上，债务清偿也逐渐
由以刑迫债，转向在商会协调下有组织的债务
和解，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商人借贷以及清理
债务的交易成本。在观念上，具有现代意义的
破产无罪、破产免责、宽容不幸等精神在近代商
人债务清理习惯中均有所体现。无论是晚清民
国时期的破产立法，还是由商业习惯主导的债
务清理，债务人诚实守信、债权人公平受偿、清
理过程权责明确等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
国商业破产机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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